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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訓政前期中國國民黨地方黨政關係問題的探討

⊙ 田湘波

 

黨治的含義舊時稱「黨治的意義」，「黨治，即是指的用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來治

國」。1其實質就是黨政關係的內容。黨治原則只是一種靜態考察和制度規定，在具體運作中

卻很複雜。國民黨與政府的關係卻是一種動態考察，它能充分體現黨治原則的具體動

作。1949年前，國民黨黨政要員、學者一致認為，中央黨政關係向來很明白，無爭端，國民

黨與政府之糾紛，在中央沒有發生過2。1949年後，國外學者認為，訓政時期，國民黨與政府

之間的衝突在下面各級比中央一級更為嚴重，因為在中央一級，黨政領導人是合在一起

的。3雖然孫中山設想國民黨為「訓政」的監督者，實際上，縣黨部卻發現它們幾乎無法影響

地方官府的所作所為。縣黨部在經費上靠政府撥給，在威信上（和在接近省高級官員上）低

於官僚政府，充其量不過是使縣長感到掣肘而已，幾乎不大可能充當擴大民眾參與地方政府

的核心。4

國內外研究的興趣集中在中央黨政關係，很少涉及地方黨政關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

局限。關於地方黨政糾紛的原因及其消除糾紛的措施，學術界已有初步成果。如鍾聲、唐森

樹認為：不同的組織機構，不同的權限和不同的領導層是地方黨政糾紛發生的三個原因。5王

奇生認為，地方黨政糾紛的根本原因是「雙軌制」。筆者對此有不同的觀點。王奇生的「糾

紛發生時，中央譴責地方黨部」6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雖然台灣學者關於中央和地方黨政

關係的結論也與大陸學者一樣，但是他們並沒有對地方黨政糾紛問題進行專門論述。7

一、 關於地方黨政糾紛發生的原因

與中央黨政關係不同，地方黨政關係更加模糊，所以黨政糾紛頻頻發生，特別是在南京國民

政府最初建立的幾年時間裏。其表現是多種多樣的，如黨干政，政干黨，政府捕殺黨務人

員，地方政府不給地方黨部經費等。這種現象何以發生呢？筆者認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只是黨政體制的問題，雖然黨政體制是一個根本原因。所以筆者認為地方黨政糾紛的原因

主要有四個：

第一，黨治下黨政關係制度的混亂是造成糾紛的根本原因。地方黨政糾紛的根源是以黨治國

理論及其制度本身。「黨的政治機關，是橫切的。中央有政府，有黨部；省有政府也有黨

部；縣有政府，也有黨部；市鎮鄉村有行政局所，也有黨的區黨部或區分部。黨政治關係如

此複雜，在過去的許多時候，就發生了許多毛病尤其在沒有組織好的地方其糾紛愈顯。」8對

地方黨政關係制度的理解因人而異。「有人說，地方政府應受地方黨部的監督指導，那是不

對的。有人說，地方政府只應受國民政府（或上層政府）的監督指導不受地方黨部的監督指



導，那也是不對的。」若同時受地方同級黨部和國民政府（或上級政府）的監督指導，當地

方黨部與國民政府有歧異時，該聽誰的呢？若只受國民政府的監督指導，而不受地方黨部任

何程度的監督指導？那麼，以黨治國，是用中執會去駕馭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央執委會見聞

有限，精力有限，豈能充分行使它的責任？且當地人民和黨員對該地政務完全無發言權，只

能委托一部分去辦，也不是養成地方自治的法子。2「有許多人論及黨政間的關係，每以黨政

不能合作為恨，殊不知黨政本來是不能合作，因為一個是執行機關，一個是監督機關，監督

與執行機關如果水乳交融，那不是和衷共濟而是狼狽為奸了。」9

第二，「誤解『以黨治國』的意義」，「黨權高於一切」是制度上和認識上的原因。許多人

從中央黨部是專門指導中央政府的機關或中央政府受中央黨部的指揮命令出發，認為「省政

府也同樣的要受省黨部的指揮命令。」省黨部與省政府的糾紛，「也許是由這種誤解而來

的。」有這種「成見」，「所以不是省政府的人員想操縱省黨部，便是省黨部的人員想操縱

省政府。」10「於是一般黨員的心目中，都以為我是黨員我就是治國的，全國幾十萬黨員，

遂成功了幾十萬的治國平天下的大好姥。做了黨員，就有支配權，黨與政治之糾紛，在此就

種了毒不可救藥了。」於是就出現了以黨干政的現象。8誤解「以黨治國」的原因是：「黨治

實行之後，『黨權高於一切』，傳為金律玉科。各地黨部，自為特殊階級。」其結果是：

「干政猶為常事。在中央以黨部為耳目，而黨部則以干政為威權，愈在下級，此風愈甚，黨

治未臻淨化，自足影響地方。有執行能力之行政機關。既因種種障礙而不克執行，無執行能

力之各級黨部，復以種種空言多方制肘」。11

第三，地方黨政體制導致國民黨權威下降是產生黨政糾紛的直接原因。訓政前期，各地黨

政，糾紛不已，國民黨之威信全失。省黨部與省政府之關係，在民國15年冬中央與各省聯繫

會議時，雖規定有三種辦法，後因清黨關係，各省黨部，一再改組，黨部既不健全，黨的權

威遂日見隨落，聯席會議決議案，迄未見實行。12地方政府握有警察、財政等實權，每每侵

越黨權，甚至捕殺黨部人員。1928年2月11日，浙江省政府飭令公安局，將杭州各級工會一律

封閉。省政府這一行動，並未事先徵得省黨部的同意，第2天省黨部特去函質問，認為省政府

的舉動是侵越黨權。131928年3月，浙江省壽昌縣縣長陳煥嗾使土劣地痞，協派警隊，搶佔黨

部驅逐執行委員。後自動組織黨部，代行臨時執委職權，而被逐在逃之黨部人員，流離失

所，大有辦黨難之概云。14像這樣的糾紛，全國很普遍。特別是江西、湖南、江浙、安徽、

福建等南方各省更為嚴重。而導致黨部萎靡不振的最大原因是：各省的行政官吏，如省政府

主席，委員，綏靖主任，各市長等等，大都是中委等類的黨務重員，而各省市的黨務工作人

員卻都是比較下級的，上級的則都兼任行政官吏。這種事實有兩個結果，其一，如果黨務人

員兼為官吏，監督指導者即是被監督被指導者，黨務自無成績可言；其二，如果黨務人員不

兼任行政官吏，他們在黨裏的地位一定較行政官吏為低，叫下級的黨員來監督指導黨裏的領

袖，寧有此理。因此，政制改革同時應有更徹底黨的改革。15

第四，激進與守舊之爭是地方黨政糾紛的客觀歷史原因。國民黨要在全國實行黨治，必然要

對北洋舊勢力進行清除。地方黨部比較激進，地方政府比較保守。所以兩者之間必然出現磨

擦。「行政者每每倚仗他們有政治能力、地位、與經驗、而輕視辦黨者為能力薄弱、經驗缺

乏、對他們一舉一動、總是吹毛求疵、不以為『惡化』、即以為『近惡化』、辦黨者又每每

恨行政者一切措施慢、遇事猶豫甚至不恤輿情、尤其恨他們不容納黨部的意見、不聽黨部的

指揮、對他們一舉一動、是吹毛求疵、不以為『腐化』、即是『近腐』」。16國民黨為了發

動民眾，扶助民眾，指導民眾參加政治，黨部有時欲代民眾向政府說話，而政府往往不能接



受，以致弄到兩面不討好。黨部作一件事，一面要顧到民眾，一面要顧到政府，如像提出一

個免除民眾負擔的方案，政府或因財政困難，影響國庫收入，未能接受，則黨部在民眾方面

就負了口惠而實不至的惡名」，黨政之間未打成一片而出現矛盾。171928年3月，安徽蕪湖公

安局長徐朝桐開辦柴炭捐，影響平民生活至大，蕪湖市縣黨部改組委員會於3月5日開聯席會

議，決定由縣黨部請其取消；如係省政府批准，則電省方撤銷，以蘇民困。18再如，江蘇地

方縣政府官員和本地名宿的關係，要比縣黨部與他們的關係更密切，這就導致了縣政府和縣

黨部的不和，有時甚至發展到暴力衝突。191927年至1930年間，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內許多年

輕的黨員對傳統觀念的反抗及採取的行動，與省內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穩重和保守的態度形成

鮮明對照20，從而導致地方黨政糾紛不斷發生。

總之，地方黨政關係運作十分混亂，制度規定也很矛盾。既要以黨治國，黨權高於一切，又

要地方黨部不干政，政不干黨，黨政機關運作無所適從。實際上，在國民黨地方黨政體制

中，地方政府的權威大於地方黨部，地方黨權下降。這與以黨治國並不矛盾，因為地方政府

的重要官員都是國民黨員。

二、關於中國國民黨地方黨政關係的原則的確定

何消除黨政糾紛，合理地處理黨政關係，達到二元體制有軌協調運行，是一個有爭議的問

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黨政關係是很模糊的。如何確定國民黨與政府的關係，使國民

黨的組織適合於新形勢，負起訓政時代國民黨行使統治權之種種責任，為創造指導和監督政

府的最高權威，並將其關係用法律條文成文規定，使這以國民黨為重心的一切政治權力，將

各由一定固有之軌道，而形成一永久的均衡，是當時支持國民黨黨治的人的一致要求。如有

人呼籲：省縣黨部對於省縣政府之監督，建議，指導之權限，應由二屆五中全會明白規定，

以利黨治而免糾紛。21

在這種背景下，1928年8月11日的二屆五中全會和1929年6月15日的三屆二中全會制定了《關

於各級黨部與同級政府關係臨時辦法之決議》和《關於黨與政府對於訓政之權限及各級黨部

與同級政府關係之決議》，這兩個決議都有黨部和同級政府相互監督的原則規定，後者比前

者更具體。22由於理解不一，執行起來很困難。如1929年12月19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58次

常會決議公佈施行的《各級監察委員會稽核各同級政府施政方針及政績通則》規定了各級監

察委員會與各級政府的關係。其中規定：中央及省市政府之施政方針或政績應隨時函致同級

黨部執行委員會轉監察委員會稽核；各級監察委員會稽核同級政府所定施政方針如與本黨政

綱政策不合者得附述意見函由執行委員會轉請同級政府修改，對政績的稽核也如此。23雖然

有黨規黨法的規定，但實行起來還是很困難。1930年7月24日，中常會第102次會議在討論浙

江省執行委員會呈請解釋各級監察委員會稽核同級政府施政方針及政績通則疑義三點一案

時，對中執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的「政府所定施政方針，應隨時函送黨部稽核，例如政府

官吏有更動之時，新任官吏即將所定施政方針函送」一項照辦，而對其議決的「未曾成立縣

黨部之縣分，得由直屬區黨部暫行稽核職權」一項作出的決議是：「俟有必要時再行分別辦

理」。24也就是說，對區黨部監督縣政府之權，中執會作了明確的決議，而中常會作了模糊

的決議。中執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議決廣東省監察委員會呈的「為各級監察委員會稽核同級

政府施政方針，關於財政預算是否在稽核範圍之內，其手續如何，請釋示一案」時，作出的

決議是：「財政預算應由政府主管機關核定之」。1931年2月12日，第127次中常會討論時作



出的決議是：照辦。25地方黨部不斷請求解釋黨規黨法之事非常之多，黨政相互監督之規定

怎能明白無誤地執行呢？所以，除了黨規黨法之外，還必須有國民黨要員的具體指導，才能

協調好地方黨政關係。

關於如何處理好地方黨政關係，國民黨要員認為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第一，地方黨部輔導監督地方政府。最早說明地方黨政關係、論證處理地方黨政關係糾紛的

是蔣介石。他說：「至於黨與政府的關係應當是很密切的，黨部一方面要領導民眾，一方面

要輔助政府，另一方面又要監督政府去接近民眾，還要領導民眾來擁護政府；這樣方能使我

們黨的政綱、政策，件件都能實行。」蔣認為，只要省政府、縣政府聽省黨部和縣黨部的指

導，地方黨政都有負責任，地方黨政就能切實合作，而不至於發生糾紛。「黨政相互監督但

黨決不能干政」。26不僅如此，真正具體論述國民黨黨政關係，並最終在1938年確定國民黨

黨政關係三原則的還是蔣介石。他說：「既曰以黨治國，則政府者，由黨部組織之政府也。

故以常理而論，黨與行政人員，斷無衝突之虞，惟因行政不能不用專門人才，行政為權利之

所在，易為投機鑽營之徒所集，行政人員之地位環境與黨員不同，故行政人員有時或與黨員

立於反對之見解。然黨員如對於行政不以為然，則當就其意思而忠告之，忠告之不聽，而呈

其意見於上級黨部而彈劾之。彈劾之無效，則用中央之權力而改組之，而其最要之標準，則

黨員黨部決不能直接以干涉或處置政治。此乃黨員人人所應知之一語。凡為黨員者，斷不能

反背者也。苟黨員與行政人員以此為界限，則黨與行政即有反對決不至於衝突矣。黨既為國

民黨之黨，政府復為國民黨之政府，故國民黨而處處反對政府，無異自己與自己反

對。」27正因為有蔣介石向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關於《黨部與政府政府與民眾之關係及其職

權案》的提案，才有國民黨三全大會關於黨政關係之決議。而且開五中全會討論關於黨政關

係問題時，有爭論，蔣介石發表這個講話後，黨政關係的原則就大致按蔣的提案確定下來。

饒有興趣的是，與南京國民政府作對的汪精衛也認為，「國民黨與政府機關之關係，亦須劃

清權限，黨部與政府機關的關係應重新厘定，黨部對於在政府機關供職的人們，應當根據黨

的，使與政策，指導之，監督之主義與實行，不應當直接替代政府機關向外發號施令，這是

一個重要的原則。」28蔣、汪二人關於處理黨政關係的原則在現實黨政體制運行中不可能得

到貫徹。有的人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公開與之唱反調：「黨不可能不干政，黨應該干政」。國

民黨不可能不干政的原由是：「夫今之政體，一黨專政之政體也，專政之根據在稱領導革

命，實行三民主義，此整個的為政治問題。不特不干政，且專之焉。中央政府乃黨所產生，

則凡受中央政府委任成立之官廳，焉有脫離黨的監督之理。各級黨部，在國民黨總章及中央

決議案命令之範圍以內，對各級官廳，當然施行其指導監督之權，此現行政體下所得必然之

結論也。是以根本問題，在政府制度。擁護現制度，即無法主張黨部不干政。不然，豈黨部

職務，專在張貼擁護某打倒某之標語，或專以開會司儀事乎。……黨部之負人民，或正為其

不干政，或干之不善，非謂其不宜干政也。」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正因為國民黨未干政，

才出現軍治，才不代表「人民利益」。29

第二，「黨義政治化，政治黨義化」。胡漢民、周佛海認識地方黨政糾紛是由於黨政間彼此

劃了界限造成的。「做黨務工作的人，每以辦黨自限、做政治工作的人、又每以行政自限、

彼此劃了界限、分了畛域、久而久之、彼此間便發生了裂痕、甚至弄到彼此不相容的地

步」。16所以，他們認為黨政應一體化。最早從宏觀上論述國民黨黨政關係的是周佛海。他

認為，以黨治國，具體表現為國民黨黨政關係，在具體運作時，表現為「辦黨」與「做官」

的關係。「辦黨和做官，是互相輔助的兩件事，所以辦黨的人和做官的人，感情應融洽，行



為更該懂得黨義。」「不幸事實卻不能完全與此相合。我們看見辦黨的人，往往只是在黨言

黨，而忘卻以黨治國四字中的國字；我們尤其看見做官的人，只是在官言官，而忘卻以黨治

國四字之中的黨字。」「本黨的目的，要籍政治而實現」，「使『黨義政治化』」。同時

「國民政府之下的政治，是要受本黨的指揮，以黨義為依歸的，換句話說，就是國民政府之

下的政治，在實現中國國民黨的黨義。」「做官的人，一定要懂得黨義，才能使『政治黨義

化』。」所以，「黨義的政治化，政治的黨義化，是我們努力的目標。」30胡漢民在此基礎

上進一步論述了黨政之間的關係。他說：「本黨既然以黨治國、以黨建國、黨與政治、便不

能分離、我們知道現在全國已在訓政期中、擔負訓政責任的是誰、是黨、黨用甚麼來行訓

政、用的是主義與政策、因為政治乃完全由黨而來、而黨的主義、也就是完全靠政治去實

施……政治與黨、既是一事、而非二事」。黨政糾紛是由此間分畛域造成的，消除之法是

「黨外無黨黨外無政」；胡漢民還認為，「單就行政人員方面來說、無論中央的與各省的、

都不免只知政情、而不能兼知黨義的人、這是政與黨之間種種齟齬的一個大病根、要免除此

病根、惟有先自在政黨兩方的人絲毫不分畛域彼此切實認識始」。16周佛海、胡漢民二人關

於黨政關係的論述是抽象的，在實踐中運作時，仍然不易把握。

第三，黨不能干政。黨政職能要分開，「黨的使命在喚起民眾，接受主義與政策，政府的使

命，在實施主義與政策」。31雖然黨政的使命與責任一致，但「不是黨直接指導監督政府、

而是黨指導政府各機關中從政黨員、組織黨團、再由黨團控制政府。換言之、就是黨的主

義、政綱、政策、要透過黨團的運用、然後實現於政治上的設施。」32從黨部與立法、行

政、司法的關係來看，黨部的主要任務，既不是立法，更不是行政和司法，「黨部的任務，

最直接的是黨員的組織和黨義的宣傳。」此外，「按照三民主義來批評，提醒，糾正的，只

□（原文不清，筆者加）黨員或黨部。」33「黨部權能，限於指導民眾，宣傳黨義之外，於

地方政治，不得稍事干涉。『政』，『教』領域，應予劃分：前者導民以『行』，後者授民

以『知』，相輔相成，效率乃見。」否則，以黨部干政是地方自治的障礙之一。11省黨部和

省政府的權限應按規定嚴格各行其職。「省黨部所辦的是黨務，省政府所辦的是政務，界限

非常的顯明。……故以後省黨部與省政府的權限應該嚴格的依照法律上的規定，不得因一般

的誤解而有所出入。換句話說，就是應該嚴格的認定省黨部是為辦理一省黨務而設的，不是

為監督指導一省政務而設的」11。1930年1月8日，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2次常務會議通

過的《省黨部委員分區視察辦法》規定：省黨部委員在視察區內不得有「於視察範圍以外干

涉司法或地方行政」的行為。341932年7月7日，第四屆中執會第27次常會在討論四川省黨務

指導委員會提出的「為在訓政時期，縣黨部可否應地方機關之請求，以黨部或黨務人員資格

參加地方公務人員之選舉案」時，作出的決議是：「毋庸以黨部或黨務人員名義參加」。同

日，在討論河北省黨務整理委員會提出的「為請解答本省各縣選舉各局局長，縣黨部應否照

例監選案」時，作出的決議是：「政府機關人員之選舉，無庸由黨部監選」。35

第四，政不能干黨。國民黨中央並非像王奇生教授說的「糾紛發生時，中央譴責地方黨部」

那樣絕對。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黨政糾紛非常嚴重，各省政府紛紛抵制中央派去

的黨務指導委員。所以，國民黨中央總是站在黨部這一邊來遣責地方政府。1928年6月9日，

福建黨務指導委員兼建設廳長丁超五遇暴徒襲擊，幸免於難，當槍殺主謀之後，「反動分

子」假托民意進行開會、流行、請願、罷工、罷市、罷海，省政府委員紛紛辭職請假，中央

對地方政府有關人員進行的處分。361928年6月，國民黨中央委派各省指導委員，江西省政府

以地方人民的利益或明或暗地抵抗中央，阻礙黨務，中央不得不以「玩視黨紀」「蔑視中



央」之由對省府兩個委員免職查辦。6月11日，於右任爭對此種情況說：以黨建國，黨務辦不

好，不將整個中國放在國民黨肩上，政治不會有進步的。國民黨中央屢次命令其指導委員不

得干涉地方行政，地方政府反而干涉起黨來了。並表示，以後中央對於各地方都一樣的不客

氣。37安徽省也發生了省政府主使反動分子毆辱省黨部指導委員，蹂躪黨權，蔑視黨紀的事

件，中央對省政府委員湯志光進行了查辦。381930年3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82次常務會議討論的事項，其中有：晉冀平津等處，反動勢力鴟張，黨部均被封閉。391929

年12月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55次常務會議在南京舉行，張道藩委員在會上臨時

報告：蘇省各縣公安局，現仍在自由逮捕黨務工作人員，並請核示辦法案。中常會作出決

議：關於逮捕黨務人員事，電蘇省政府查覆並制止；即有必要，亦應遵守合法的手

續。13（P237）

在實踐中，各地黨部也實行了「黨政權限之劃分與避免將來衝突之辦法」，依法保護黨部人

員的人身權利。1928年5月8日，浙江省政府與省黨部指導委員會協商，決定劃清黨政界限，

各縣司法行政事務，應由各縣長依法處理，縣黨部絕對不許干與。401928年2月23日，福建省

各縣黨部代表在省黨部內續開各市縣黨部代表聯席會第4次預備會，討論結果：黨部控告反動

分子，如有確實證據，應請縣政府嚴究律辦；土劣控告各地黨務人員，不交縣政府辦理，應

由上級黨部查明核辦，如控告不實，應請政府加以反坐之罪；各地黨務工作人員，非得上級

黨部許可，不得逮捕；各地黨務工作人員，如因黨務被害，當地長官懲辦不力，應請上級機

關嚴重處分；各地辦黨人員，如受土劣陷害，應定撫恤條例；呈請國民政府切實保護辦黨人

員；黨部機關絕對不得駐扎軍隊。411928年6月19日，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舉行第19次常

會，決議通過：函省政府令各縣縣政府負責保護各縣黨務指導委員。42

第五，「黨政都要為人民作想要打成一片」。居正認為，「黨與政府的關係」中，「政府固

是替人民做事，黨部也是替人民做事，同一是為人民作事。黨部做的事，時時刻刻都是在替

人民著想，與人民發生直接關係。」「因此黨部與政府，要打成一片，發生一種連鎖，互相

幫助。黨政如能融洽努力，為人民做事，則人民觀感，自會良好。」17

總之，由於有處理地方各級黨政關係黨規黨法，中央黨政領導人也有這個方面的重要論述，

所以地方黨政糾紛逐年減少。但是，糾紛並沒有消除。

三、關於消除地方黨政關係的其他設想

地方黨政糾紛是一種「不治之症」，許多人還是想從根本上治療它，所以提出了各種制度改

革措施和設想。主要有：

第一，地方黨部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用「均權制度」解決。其一，統一的事務，如外交、陸海

軍、郵電等，由中央政府辦理、指揮、主持，由中央黨部監督指導，各地方黨部不直接向各

地方分局或辦事處枝節地干涉，如有意見，地方黨部可向中央黨部陳述；其二，地方的事

務，依人民的意志去決定。訓政時期，省議會縣議會未成立，地方黨部最能代表人民意志。

所以這類事務，地方政府應受地方黨部的監督指導，後者對前者有創制權、復決權；其三，

中央與地方協辦的事務，這類事務一部分由中央處理，即由國民政府各部去辦理，由中央黨

部去監督指導。一部分由地方處理的，由地方政府去辦理，由地方黨部去監督指導（創制復

決）。無論是統一的、地方的或協辦的，地方黨部對地方政府有三個權利：要求供給充分的



說明材料；向中央黨部（或上級黨部）提出意見或彈劾的權利；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抗議的

權利，但關於統一的事務仍須由中央決定。此外，地方黨部委員當然可以兼任政府委員；因

為政府中有非黨員，故黨部對政府處於監督的地位。所以便要給地方黨部人員充分保障，使

他們能夠執行職務，不致動不動受地方政府的逮捕監禁。持這種觀點的人這認為，省議會縣

議會成立後，黨政關係又要相當的變更。2

第二，要對地方政府組織進行改革，然後再協調地方黨政關係。其一，關於前者，省政府，

省設省長，把現在等於贅瘤的省政府委員取消，於省長之下，設一立法委員會和一行政委員

會。行政委員會即以各廳廳長做委員，省長和各廳廳長皆由國民政府委任，立法委員會委員

由省黨部執行委員會選舉。縣和市政府的組織，大略與省政府組織相同，即於縣長或市長之

下設一立法委員會和一行政委員會。縣或市行政委員會即以各局局長為委員。縣或市長和各

局局長皆由省政府任命。立法委員會委員則由縣或市黨部執行委員會選舉。其二，關於省黨

政關係，省黨部只能對省的立法委員會行使四權，因為只有省立法委員會是純然省的機關，

至於省長和省行政委員會一方面辦理省立法委員會議決的事情，同時也兼辦中央委托的事

情，而且又是由中央委派的官吏，故省黨部對它如有不滿意的時候，只能向中央黨部陳述意

見，然後由中央黨部轉行國民政府處分；關於縣市黨政關係，其情形與省黨部和省政府的關

係相同，即縣或市黨部只能對縣或市立法委員會行使四權，對於縣或市長及行政委員會如有

不滿意時，只能將意見陳述於上級黨部轉行上級政府去處分。43

第三，通過撤銷縣黨部來消除地方黨政糾紛，是整理內政、進行建設的方法之一。「下級黨

部雖以健全，不如暫行裁撤，責成縣長負行政全責，以免紛擾」。44

第四，地方黨部的經費不直接受地方行政機關的供給。其理由有五：其一，「以國家的收

入，充一黨的經費，在歐美各國，還沒有先例可尋。」45其二，「黨部經費更完全由當地政

府支給，……黨部只能仰承政府的鼻息才可生存，一有衝突，則政府只能拒付經費，就可以

使它陷於不能動彈，那裏還可代表人民實行監督呢？」9。其三，國民黨的黨費由國庫開支，

是使國家貧窮的一大原因，使執政黨腐化的一大原因，也是使國民黨的利益永遠在國家和人

民的利益之上，因此也是使政治弄不好的一大原因。46其四，從開放黨治、從各政黨經濟上

平等的角度來說，也不應由國庫開支黨費。「開放黨治，只於法律條文上給人民以集會結社

自由，只於文字上承認黨外有黨的原則，實不濟事。開放黨治的重要意義，是此後國家一切

政黨，都能站在平等地位，用和平方法，爭取政權。所謂平等，是法律的，是政治的，亦是

經濟的。倘使國中某一政黨，經濟上一切開支，由政府供給，其他政黨，即有法律上與政治

上的平等，倘經濟上有不平等的限制，亦絕無與某政黨爭取政權的機會。」47其五，財政部

草案的規定，也有不妥善的地方。表現在：一，照草案的願意，是依據舊來的成法，將昔日

的國會經費充中央黨務費和中央立法費（此項專指全國代表大會經費），將昔日的省議會縣

議會等經費充地方黨務費。地方黨部若直接受地方行政機關的供給，不免有傷黨的獨立性。

有時使上級黨部對於下級黨部的統率發生不良的影響。二，黨的發展應該以各地方對於黨的

需要為標準，愈是不開化的地方，愈應擴張黨務以增進地方人民的政治智識與能力，但是不

開化的地方，每每既是產業不發達，財政不充裕的地方，若照財政部的規定，地方財政充裕

則黨務亦隨之發達，地方財政困難則黨務亦隨之消沉。這一來各地方的黨務完全受地方財政

的支配，而成為畸形的發展。為補救這種缺陷起見，主張國民黨的財政應當統一，其方法如

下：各地方黨部除該地黨員黨費外，不向地方行政機關領取款項。45



綜上所述，在國民黨黨治條件下，無論何種措施都不可能消除黨政糾紛。黨政二元結構就是

兩個並立的金字塔，在中央，國民黨黨部這個金字塔高於政府這個金字塔，糾紛較少；在地

方，省縣黨部這個金字塔又低於省縣政府這個金字塔，又要以黨治國，能不發生糾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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